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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体功能区规划已上升为国家制度和战略，对中国长期空间发展格局优化与再组织将

发挥积极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从地域性角度出发，探寻主体功能区发生性（形成与演化）和反

馈性（识别与规划）时空机理与规律是地理学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科学问题。以重庆市为例，

通过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综合评价，识别了主体功能区划分的适宜性空间格局。基于对西南山

区发展约束条件的基本认识，提出了地域主体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性约束假设，设定地形和区

位为原生性主导因素，验证了其与区划指标系统的定量关联性，以此为基础解析了主导因素约

束机理并提出了地域主体功能区的空间稳定性机制。研究发现：① 开发与保护适宜性识别结

果的格局指向清晰。城市化适宜的区域主要集中于都市区和部分周边区县，区域副中心（万州

和黔江）适宜性也相对较高。生态保护适宜的区域集中于渝东北秦巴山区及部分三峡库区区

县，同时包括渝东南武陵山区所在区县。② 地形和区位因子在本区域对主体功能区的识别与

形成具有主导约束作用。回归分析显示，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与地形因子相关性水平达到显著

的超过70%，区位因子超过40%；两者综合后与区划标志变量（A、B指数）的相线性相关拟合度

R2均超过 0.8；地理探测器发现，地形和区位因子对区划指标的约束性分别有 9个和 7个达到

0.05显著性水平，对A、B指数的解释度分别约为70%和60%，两者叠加后，约束水平全部达到显

著，对A、B指数的解释度在90%左右。③ 空间稳定性机制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基于主导因

素约束的稳定性传递机制，称为客观稳定性；其二是基于指标体系的局域相对性和算法的内部

抵消机制，称为主观稳定性。两种机制的协同性验证了区划技术系统的地域适应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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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域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是遵循自然发展规律、适应地域本底条件、体现人本理念
的地理学经典命题[1-3]。由于中国长期受限于区域空间管理“条块化”分割与发展定位

“趋同化”模式，缺乏差异化的空间发展“顶层设计”指引[4]，一定程度上触发了某些区
域资源衰竭、环境退化、自然灾害频繁等问题，以及由此形成以空间、经济、社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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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环境、生态等为节点的复杂问题链[5]。主体功能区作为实施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制度性工具，其核心内涵是确定各地域单元在全国和省区等不同空间尺度中开发和
保护的核心功能定位[6]，是对未来国土空间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整治格局的总体蓝图的设
计、规划[7]。作为区域有序发展的基本保障，空间管制是理性政府的理性作为[8]，以“主
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建立中国“空间规划”体系，在科学管治国土开发、协调区域发
展方面意义重大[9-11]，而在此过程中，主体功能区的识别模式是保障“空间规划”体系可
靠性、可实施性和权威性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地理学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科学问题。

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全面推进以来，学术界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相继展开区划理
论、技术方法和政策设计等领域的研究[12-14]。以樊杰为代表的科研团队系统阐述了中国主
体功能区划的理论基础并整合形成了全国性规划方案[15-17]，为中国地理学深度参与国家空
间决策搭建了平台。丁四保等指出了中国主体功能区划面临的基础理论问题[18-20]。刘纪远
等将主体功能区划与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相结合，进行了时空特征遥感技术分析[21]。
韩青等对城市总体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管制空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尝试
探索城市总体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管制空间的耦合关系[22]。王强等学者将主体功能区
划模型实践到不同省份[23-26]。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开创性空间规划理论、技术与实践
体系，目前学界对主体功能区的全局性（全国性或通用性技术验证）问题探讨较为集
中，对主体功能区的地域性机理问题探讨相对较少。

基于此情况，本文基于重庆市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综合评价，从空间客体（发生性形
成与演化）和空间主体（反馈性识别与规划）两种认识论角度，提出4个前置性理论判
断：① 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也即不同地理环境下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具
有差异化的主导因素；② 地域主体功能区的演化应当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来
源于主导因素的稳定性；③ 主体功能区的识别准确性依赖于区划技术系统的科学性，可
通过主导因素与区划表征指标（如A指数）的协同性来侧面印证；④ 预先假设西南山地

主体功能区的主导因素为地形条件和城市区位①（基于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综合评价结果猜
想）。基于上述4个前置判断，通过重庆市案例剖析，引申至地理环境具有相似性的西南
地区，通过数量性指标分析与比证，检验该区域主体功能区形成、演化的主导因素，理
清其间的约束机制，以为主体功能区相关研究提供地域性视角。同时应当说明，主体功
能区划方案（规划而非识别）的形成一方面依赖技术系统，另一方面专家系统和决策系
统也会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不涉及后一方面内容的探讨。

2 区划技术系统与主体功能区识别

2.1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以《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分技术规程》 [27]为指引，通过集成重庆市各相关职能部门权

威基础数据，建立重庆市主体功能区划空间数据库。搭建由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生态系
统制约条件、资源环境支撑条件3大类共9个一级指标，及由此派生的5个综合指标构成
的指标体系[27] （表 1），以区县为基本评价单元，开展重庆市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综合评
价。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由于各指标数据分布的标准差很大，遵循“技术规程”建议，
采用非线性自然断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以达到组内差别最小，组间差异最大目的。

① 本文所指地形条件主要指高程和坡度（及其综合），不具有地貌类型含义；城市区位则主要指中心城市的辐射半径，
通过欧氏距离表达。总体上，上述两个因素可视作地理空间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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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指标与方法
Tab. 1 Data and methods

指标

A

B

P1

P2

K(P3)

人口聚集度

经济发展水平

交通优势度

生态脆弱性

生态重要性

指向

+

-
+

-
+

+

+

+

-

-

方法

A = k × P1 -P2

B②= f (Y1, Y2, Y3)

P1 =[(PA2 + ED2 + TA2) 3]1 2

P2 = MAX(EV, EI)

k= f (P3)= f (MIN(LR, WR)/
MAX(NDR, EC))

PA③= (PP/A)×(PP/HP)

ED④= PCG × K

TA⑤= αRD + βTTC + γLA

EV⑥= MAX(SEV, RDV )

EI⑦= MAX(WC, SC, BM, SEI)

参数含义

A为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综合评价指数；P1为社会经济发展
状态和潜力系数；P2为生态系统特征系数；k为资源环境
支撑条件系数。

B为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综合判别指数；f表示判别分析函
数；Y1、Y2、Y3表示判别系数(其来源和内涵见脚注)。

P1 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潜力系数；PA 为人口集聚度；
ED为经济发展水平；TA为交通优势度。

P2为生态系统特征系数；EV为生态脆弱性；EI为生态重
要性。

k为资源环境支撑条件系数；LR为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
WR为人均可利用水资源；NDR为自然灾害危险性；EC为
环境容量承载力；f为函数，将数据区间映射至[0.8~1.2]。

PP为常住人口；A为幅员面积；HP为户籍人口。

PCG为人均GDP；K为根据GDP增长率所得系数。

RD为公路网络密度；TTI为交通干线影响度；LA为区位
优势度；α、β、γ为各自权重。

SEV为土壤侵蚀脆弱性，运用土壤侵蚀模数法，采用水利
部发布的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并结合技术规程的规定进
行评价；RDV为石漠化脆弱性，参考技术规程提供的分类
标准；以上两项采用较脆弱等级以上面积比例作为指标。

WC为水源涵养重要性；SC为土壤保持重要性；BM为生
物多样性维护重要性；SEI为特殊生态系统重要性；以上
几项采用中等重要等级以上面积比例作为指标。

② 对于判别指数B，其计算方法如下：首先，设定3个中间变量，Y1∈[1, 3]、Y2∈[1, 3]和Y3∈[1, 2]，Y1、Y2和Y3共计18种排列

组合，根据下列逻辑对“判别指数 B”进行等级赋值：IF Y1Y2Y3=332 OR 322 THEN B=1；IF Y1Y2Y3=321 OR 232 OR 331

THEN B=2 IF Y1Y2Y3=231 OR 222 THEN B=3；IF Y1Y2Y3=132 OR 221 THEN B=4；IF Y1Y2Y3=131 OR 312 OR 311 THEN B=

5；IF Y1Y2Y3=212 OR 122 THEN B=6；IF Y1Y2Y3=211 OR 121 THEN B=7；IF Y1Y2Y3=111 OR 112 THEN B=8；

Y1赋值规则如下：IF (PA>=8∩ED>=8∩TA>=6) THEN Y1=3; ELSE IF (PA<=4∩ED<=4) THEN Y1=1; ELSE Y1=2;斜体？

Y2赋值规则如下：IF (EC<=4∩EI<=4) THEN Y2=3; ELSE IF (EC>8∩EI>=8) THEN Y2=1; ELSE Y2=2;

Y3赋值规则如下：IF (LR<=2∩Wq<=2∩EC>=8∩NDR>=8) THEN Y3=1; ELSE Y3=2;

基于9个一级指标分级结果（本文分10级，技术规程分5级），按上述逻辑进行组合，得到1等至8等的适宜性判别序列

（也即判别指数B）。与A指数类似，该序列同样表达了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适宜性，等级越小表示开发适宜性越好，保

护适宜性越差，等级值越大，含义相反。

③ PA在技术规程中算法为：PA =[人口集聚度]＝[人口密度] ×d（[人口流动强度]）=PP/A×d。其中, d（[人口流动强度]）=[暂住人口]／[总人

口]×100%。在征集部门意见时，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认为本市暂住人口的登记率并不高，可能会导致数据失真，所以

对原有算法进行了适当改造，d变化为 PP/HP（常驻人口除以户籍人口），大于1则表示聚集，否则为流失。

④ ED中，K值按照《规程》设定，按区间赋值，< 5%赋1，5%~10%赋1.2，10%~20%赋1.3，20%~30%赋1.4，其余赋1.5。

⑤ TA中，RD为公路网络密度，取各区县高速、国道、省道和县道里程计算（县道以下不计入）；TTC按照铁路（高铁/单线/

复线）、公路（高速/国道）、水运（枢纽港/一般港）、机场（干线/支线/通用）不同的交通干线的技术等级赋值，然后加权汇总

（参照《规程》）；LA区位优势度取重庆主城为唯一中心城市，根据各县与中心城市的交通距离进行分级（但把万州和黔

江两个副中心提高一个等级）。最后参照《规程》建议，以等权重的方式求和得到每个区县TA值。

⑥ EV中，SEV=土壤侵蚀脆弱性，以水土流失强度评价（按水土流失方程计算）为基础，根据平均侵蚀模数进行分级（规

程标准）；RDV=石漠化脆弱性，按照基岩裸露、土被覆盖、坡度、土层厚度等要素进行脆弱性综合分级（规程标准）。把面

积比例（较脆弱及以上等级）转换为区县评价单元指标。

⑦ EI中，WC按照流域（一二三级）和生态系统类型（森林、灌木、湿地、草甸、农耕）综合确定等级（规程标准）；SC按照生

态系统类型和土壤侵蚀程度综合确定等级（规程标准）；BM根据物种数量比率（通过专家咨询）确定等级（规程标准）；

SEI根据地方特有区域（如三峡库区消落区）的保护价值（通过专家咨询实现）确定等级（地方性指标）。把面积比例（较

重要及以上等级）转换为区县评价单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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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体功能区划技术系统设定[1, 6-7, 27]，其指标系统明确的用于表征区域对于大规模
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聚集活动的适宜性，从指向角度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表 1“指
向列”所示，“+”表示正向，“-”表示负向）。正向指数越大表示对大规模城镇、工业
化和人口聚集活动的支撑能力越强，负向指数则相反。同时，为了充分体现样本数据的
内部差异性，将指标分析结果标准化为10个等级（技术规程中为5级），1代表最小，10
代表最大，用于表征上述支撑能力的相对强弱。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主体功能区识别的标志性变量可归结为两种􀃊􀁉􀁔，其一是国土空间
开发条件综合评价指数，简称A指数；其二是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综合判别指数，简称B
指数[27]。根据这两个指数的数量特征，可明确判析区县单元的适宜性发展方向（开发或
保护），可据其值域区间或组合特征提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生态功
能区或农产品主产区）划分的技术预案。由于禁止开发区依据相关法律或法规单独划
定，与上述指标体系的关系较弱，本文不展开讨论。
2.2 结果与主体功能区识别

经GIS空间分析，得到如图 1所示的各指标空间格局。从单独指标角度看，评估结
果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① 社会经济类指标空间同构特点较为突出（图 1g、1h、1i）。
人口聚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优势度基本空间结构特征类似，均表现为都市区>一小
时经济圈>渝东北地区>渝东南地区；② 生态类指标的山地关联性较强且格局同构（图
1e、1f）。生态脆弱性和生态重要性均是渝东北和渝东南山区较高，以平行岭谷和浅丘为
主的都市区和一小时经济圈相对较低；③ 资源环境类指标的要素依赖性较强，互相关性
较弱（图1a、1b、1c、1l）。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对地形条件的依赖性较强，人均可利用
水资源受主要河流的区位条件影响较大，环境容量对水资源条件和产业结构的依赖性较

续表1

指标

人均可利用
土地资源

人均可利用水
资源

环境容量/
胁迫度

自然灾害
危险性

指向

+

+

-

-

方法

LR⑧= (SL -EC -BF)/PP

WR⑨= (WL -WE + WI) PP

EC⑩= MAX(αso2
, αCOD)

NDR􀃊􀁉􀁓= MAX(GDR, FDR, EDR)

参数含义

SL为区县适宜建设用地面积；EC为区县已有建设用地面
积(适建区内)；BF为基本农田面积(适建区内)；PP为常住
人口数。

WL为本地可开发利用水资源量；WE为已开发利用水资源
量；WI为可开发利用入境水资源量；PP为常住人口。

αso2
为大气环境容量/胁迫度；αCOD为水环境容量/胁迫度。

GHR 为地质灾害危险性；FDR 为洪水灾害危险性；EDR
为地震灾害危险性。

⑧ LR中，SL=[适宜建设用地面积] =([坡度≤15度]∩[海拔<1200])－[所含河湖库等水域面积]－[所含林草地面积]

⑨ WR中，WL=[地表水可利用量]＝[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河道生态需水量]－[不可控制的洪水量]；WE=[农业用水

量]+[工业用水量]+[生活用水量]+[生态用水量]；WI=[多年均入境水资源量]×γ，重庆的入境河流设定为长江、嘉陵江和

乌江三大水系，γ按5%计算。

⑩ EC中，αso2
、αCOD 容量（或承载力）计算方式均为：ai=(Pi-Gi)/Gi，i为SO2或COD。其中，Gi为污染物环境容量，Pi为某污

染的排放量。COD和SO2的环境容量计算按照《规程》规定方法计算，同时参照本地环保部门提供数据进行适当修订。

􀃊􀁉􀁓 NDR中，GDR根据本地国土局地灾部门提供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图件进行矢量化，统计中度以上地灾危险性面

积，根据其占比确定地灾危险性等级；洪灾则根据历史上最大洪水位绘制淹没区范围，结合近50年发生频率确定危险

性等级；地震灾害根据时空频率和等级信息，结合对应的地震峰值加速度确定危险性等级。

􀃊􀁉􀁔 此外，还可应用“主导因素法”，根据开发类“主导因素”和保护类“主导因素”分别开展适宜性判别（详见《省级主体功

能区划分技术规程》），以此验证区划技术方案，因其与区划指标关系不大，在本文中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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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然灾害危险性主要受地形条件和水文条件的制约。由于制约要素空间格局的差

异，同时资源条件受人均量的平衡，4 个资源环境指标表现出了有差异的基本空间格

局，各个要素的互相关性特征不突出。

从综合指标角度看（图 1j~1n），评估结果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① P1、P2、P3均

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聚集现象，表现出一定程度空间自相关性（图 1j、1k、1l）。其

中，P1的高值区域集中在都市区及周边区位条件较好区县。P2的高值区域主要聚集于渝

东北秦巴山系、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武陵山系相关区县。P3的高值区域主要聚集于山地特

征值非高非低的非都市区范围。② P1、P2、P3 的空间聚集格局不同构 （图 1j、1k、

1l），P1和P2显著负相关嵌套（图1j、1k），P3与P1和P2的空间格局差异明显，且地域

指示意义不显著（图1j、1k、1l）。③ 区划标志指标A、B的空间聚集特征明显（图1m、

1n）且同构，有一定空间自相关特征，与社会经济综合指标（P1）同向同构，与生态综

合指标（P2）异向同构、与资源环境类指标（K）不存在格局继承关系。

图1 重庆市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综合评估结果
Fig. 1 Assessment results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for Chongqing 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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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识别结果角度看（图1m、1n），A、B指数呈现出基本相似空间格局，但也存在值

域区间的差别。相对于地形特征（图 1o），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同构和自相关特性。因

区划方案的形成还要接受专家系统和决策系统战略选择的检验和修正[27]，所以基于技术

系统的区划预案（也即识别结果）与区划方案（也即规划结果）之间往往存在不同程度

的差异􀃊􀁉􀁕。从该角度出发，有理由认为主体功能区识别的结果是一个分类概率，也即体现

为“开发—保护”适宜性程度的数值索引序列。在该序列中，数值越大代表越适宜开

发，反之越适宜保护，其中分类断点的设定与优化、重点、限制（包括重点生态功能区

和农产品主产区）诸功能区的匹配关系目前尚无定论，所以本文认为主体功能区技术系

统的识别结果主要表现为A值索引序列和B值判别分类序列，据此可进行后续分析。

3 主导因素的设定与检验

3.1 主导因素预设与标度

基于国土空间开条件综合评价，可从感性角度观察到靶区主体功能识别结果存在着

一定程度的要素继承性和约束性，最明显的控制因素为地形、区位，表现为：① 区划参

数 A、B （图 1m、1n） 的空间格局相对于地形和区位条件兼具格局继承性 （图 1m、

1o）；② 社会经济类指标（P1、PA、ED、TA）与地形和区位反向同构；③ 生态类指标

（P2、EV、EI）与地形与区位格局同向同构；④ 资源环境类指标对区位因素表现出一定

􀃊􀁉􀁕 在首轮全国方案中（也即各省级规划整合方案），国家级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识别结果与规划结果

之间的吻合度分别约为87%、62%和97%，参见参考文献[1]。

续图1

图1 重庆市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综合评估结果
Fig. 1 Assessment results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for Chongqing 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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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斥”特征，对地形因素表现出一定“非直接”继承性􀃊􀁉􀁖。⑤ 相对而言，社会经济类指

标对区位因素的格局继承性更强，生态类指标（包括灾害）对地形因素的格局继承性更
强，资源环境类指标表现出一定综合继承性，但显著度较低；⑥ 综合看，地形与区位因
素对区划指标具有显著的控制力。为厘定其间定量关系，检验本区域主体功能的空间约
束性机制，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建立 3个简单且与主体功能区划指标算法不冗余的指标：
① 地形指数（T′）；② 区位指数（L′）；③ 地形—区位指数（TL′），数量标度如下：

T ′ = f (T) = ∑
j = 1

n

(Ej - Ē)2/n × a

a =

ì

í

î

ïï
ïï

1.0 < 300 m
1.1 300~500 m
1.2 500~800 m
1.3 800~1200 m
1.4 > 1200 m

（1）

L′ = f (L) = DIS(R, C) （2）

TL′ = T ′ × WT + L′ × WL （3）

式中：T′为区县单元地形指数；f表示0~1线性标准化函数；T为标准化前地形指数；Ej为
某区县第 j个网格单元（基于1∶5万DEM模型计算）的高程值；

-
E 为该区县单元的平均

高程值；n为该区县总的网格单元数；a为平均高程系数，结合地貌分类标准和重庆市高
程分布特征，将区县平均海拔进行分级标度；L′为区县单元区位指数；f表示0~1线性标
准化函数；L为标准化前区位指数； DIS(R, C) 表示区县（R）离区域中心（C）的平均距

离计算函数（设定重庆市渝中区为市域中心）。TL′为地形—区位指数，为简化过程，直
接设定地形指数和区位指数为等权重（WT和WL）。从主体功能区识别的指标指示意义角
度解析，地形指数（T′）表达原生性自然条件，值越大表示地形越复杂，高程越高，越
不适合进行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聚集。区位指数（L′）表达派生性人文条件，
值越大表示离中心城市越远，城市及交通辐射能力越弱。前者可理解为适宜性的阻力要
素，后者可理解为适宜性的动力要素。
3.2 回归分析检验

若设定地形指数 （T′） 为主导因素标志变量，检验其与区划指标系统的相关性
（图2a~2n）。根据相关性进行分类，可观察到：① 相关性明显的独立指标有自然灾害危
险性（r = 0.71）、生态脆弱性（r = 0.81）、生态重要性（r = 0.69）、人口聚集度（r = -0.81）、
经济发展水平（r = -0.67）、交通优势度（r = -0.75），综合指标有P1（r = -0.77）和P2
（r = 0.82）；② 相关性不明显的指标有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r = -0.2）、人均可利用水
资源（r = 0.17）、环境胁迫度和 k参数（r = -0.1）。③ 主体功能区识别的标志变量A指
数和B指数与地形指数（T′）均表现出明显相关（r = -0.86，r = 0.81）。④ 特别地，将
相关性不明显的人均资源类指标变换为比例指标（也即可利用土地资源比例）后，相关
性显著上升，前者达到 r = -0.71，后者 r = 0.39。⑤ 由于综合指标P1、P2、P3（k）与9
大独立指标具有派生性，所以有理由认为，与地形指数相关性不明显的指标只有两个，
即可利用水资源和环境容量承载力。⑥ 综合识别参数A、B是前述指标的综合，地形条
件越差（图2k）P2参数越高，地形条件越好（图2j）P1参数越高，同向强调了地形的约

􀃊􀁉􀁖“反斥”特征含义是：区位条件最好的区域（即重庆主城区），其资源指标一般为最低或较低等级（因人均量的平衡），

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一般最高或较高，自然灾害危险性一般为最低或较低（因大量城市工程性措施）；地形因素的“非直

接”继承性含义是：地形较好的区域人口、产业和城镇的聚集概率较大，间接导致污染物排放水平相对较高，反之则人口

聚集水平较低，可能间接放大资源类指标计算结果（人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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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性。综上特征，有理由认为地形条件作为主导因素的预设基本成立。
若设定区位指数 （L′） 为主导因素标志变量，检验其与区划指标系统的相关性

（图3）。可以发现：① 社会经济类指标与区位指数的相关性均较高，其中人口聚集度相关
系数达到-0.75、经济发展水平达到-0.84、交通优势度达到-0.97。② 资源环境类与生态类
指标与区位指数的相关性较低，均低于0.6。③ 受指标算法的遗传性影响，综合指标P1与
区位指数的相关性较高，相关系数达到-0.86，P2为-0.56，P3（k）与区位指数的相关性
均较低，小于0.1。④ 同样受指标算法的遗传性影响，功能区识别标志变量A指数与B指数
与区位指数的相关性较高，均达到显著水平。从上述数据特征可以推论，区位条件（本
处表达欧氏距离含义，下同）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因素，其对区域的城镇
化、人口分布、产业布局、交通模式仍然发挥了重大影响。相对而言，其对资源、环境
和生态的原生性格局的影响尚不显著，但这种不显著显然也受制于诸指标算法。总体而
言，若从主体功能区识别的角度看，原生性区位条件对主体功能区的判别将产生主导性
影响。在西南山地背景下，将其作为主体功能区识别的另一个原生性主导因素是合理的。

图2 指标与地形指数相关性
Fig. 2 Correlation between zoning indicators and topographic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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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识别西南山地主体功能区的原生性主导因素，地形和区位（T和L）相对于功能
区识别标志变量A和B均表现出了较高的相关性（r分别为-0.86、0.81、-0.82、0.82），
因而具备一定的主导解释力。为进一步揭示这种相关性，同时也为验证其识别结果的一
致性，构造地形—区位复合指数（TL′），将其与 A 指数与 B 指数分别做相关分析（图
4a、4b），同时将地形指数（T′）、区位指数（L′）、地形—区位指数（TL′）的分级结果
（图 5a、5b、5c） 与 A 指数与 B 指数 （图 1m、1n） 的分级结果 （均为 Nature Break，8
级）作对比，结果显示：① A指数与地形区位指数TL′的相关系数 r = -0.91，达到显著性
水平；② B指数与地形区位指数TL′的相关系数 r = -0.90，也达到显著性水平；③ 地形
指数（T′）分级结果与A指数的分级结果吻合度为71.3%；④ 地形指数（T′）分级结果与
B指数的分级结果吻合度为63.7%；⑤ 区位指数（L′）分级结果与A指数的分级结果吻合
度为 46.1%；⑥ 区位指数（L′）分级结果与B指数的分级结果吻合度为 60.8%；⑦ 地形
—区位指数 （TL′） 分级结果与 A 指数分级结果吻合度为 83.5%；⑧ 地形—区位指数
（TL′）分级结果与B指数分级结果吻合度为76.7%。

对重庆市而言，通过上述主体功能区划指标系统和主导因素标志指标的对比检验，
可发现：① 两套系统（A、B指数与T′、L′、TL′指数）的数量识别结果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且相关程度均达到显著性水平；② 与主体功能识别结果具有较高的吻合度，其中地
形—区位综合指数 （TL′） 分级结果与 A、B 指数分级结果的吻合度分别超过 80%和
70%。总体而言，T和L因子对主体功能区识别的标志性指向是显著的，主导性约束力是
明确的。但与此同时，其约束力的控制性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揭示。
3.3 地理探测器检验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地理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33]。根据

续图2

图2 指标与地形指数相关性
Fig. 2 Correlation between zoning indicators and topographic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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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设定，主要应用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来分析主导因素对识别结果的影响。因子
探测用于揭示某因子X多大程度上解释了Y的空间分异，如公式（4）所示，i = 1, 2, … n
为X自变量地形（T′）或区位（L′）的分级（分区）数量（Nature Break分为10级，离散

图3 指标与区位指数相关性
Fig. 3 Correlation between zoning indicators and loc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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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类型数据）；Ni和N分别为分级区内区县样本数和总样本数（重庆按 40个总样本量计
算）； δ2

i 和δ2 分别是分级区内样本和全市Y值（即区划指标）的方差，按照地理探测器适

用原则，Y值采用未标准化之前的实型数据。若Nδ2 ≠ 0，模型成立，q的值域为[0, 1]，q
值越大表示自变量X对Y的解释力越强，反之越弱。q值的理论含义是X解释了 100×q%
的Y [33]。此外，交互探测用于识别多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根据两个因子q指数的数量关

续图3

图3 指标与区位指数相关性
Fig. 3 Correlation between zoning indicators and location index

图4 A指数和B指数与地形—区位复合指数(TL′)相关性
Fig. 4 Correlation between A/B index and Topographic-Location (TL) index

图5 主导因子的空间约束格局
Fig. 5 The spatial pattern of dominan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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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比较，表达其共同作用是增强还是减弱或独立，具体可细分为：Ⅰ非线性减弱；Ⅱ单
因子非线性减弱；Ⅲ双因子增强；Ⅳ独立；Ⅴ非线性增强。

q = 1 -∑
i = 1

n

Niδ
2
i Nδ2 （4）

探测结果表明（表2）：地形单因子对识别指标的约束性水平有9个达到0.05显著性
水平，其中对功能区识别标志变量（A、B指数）的解释度超过70%；区位单因子对识别
指标的约束性水平有7个达到0.05显著性水平，其中对A、B指数的解释度超过60%；地
形和区位双因子综合后，对识别指标的约束性水平全部达到显著性水平，对A、B指数的
解释度在90%左右；双因子的交互类型均为增强，可细分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两
类。上述结果与回归分析结论总体上一致，但也有少许区别，比如人口聚集度指标一个
为显著一个为不显著，其原因一方面是两种分析的算法不一致，另一方面是原始数据标
准化问题（回归基于标准化后数据，探测器基于非标准化数据）。总体看，从算法角度考
察，地形（T′）、区位（L′）和与主体功区划指标系统具有显然的独立性，不存在算法冗
余，故有理由认为，该区域主体功能区识别的原生性主导因素可认定为地形条件和区位
条件，两者综合在一起，共同约束了西南山地区域空间功能的形成和分异，且具有主导
作用。

4 主导因素的约束机理与空间稳定性

从主体功能区识别角度 （反馈性约束），分析原生性地形因素 （T） 和区位因素
（L）对功能区识别指标的约束机理（表 3）。按前述定义，T和L分别代表地形条件和区
位条件，值越小代表开发基础越好（越平坦且海拔较低，离中心城市距离越近），适宜城
市化功能定位，反之则适宜重点生态功能或农产品产地功能定位。通过分析T和L与指
标系统的相关性水平及数值传递逻辑来解析其间的约束机理，如RA-T 相关系数 = -0.86，R2 =
0.74 表示 A 指数与 T 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0.86，线性相关拟合度 R2 = 0.74。而 qT→A= 0.78、
qL→A= 0.64、qT∩L→A = 0.89分别表示地形T对A指数约束解释度为78%，区位L对A指数约
束解释度为64%，两者叠加后（qT∩L）为89%。而其后T↓→P1↑，P2↓，P3- →A↑表
示T值越低（用地条件越好），会直接或间接引导P1值增大、P2值降低，P3值约束则不
明显。进一步，T值对P1的约束可细化为对PA、ED和TA的约束，而对PA的约束可再细
化为对PP的约束，这样通过二级或三级指标最终约束A值，其他指标的约束机制与此类
似。以T对A的约束为例说明约束传递机理。如果T值越低，代表海拔适宜且地形越平
坦，人口、产业和交通流量聚集的概率越大，则P1值越大。同理，水土流失、珍稀物种
汇集等的概率越小，则P2值越低，同时P3 （k）值的指向性不显著（内部互相抵消机

表2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与交互探测结果
Tab. 2 Factors and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based on Geo-detector

主导因素

q (T′)

q (L′)

q (T′∩ L′)

交互类型

识别指标

PA

0.31

0.56*

0.99*

Ⅴ

ED

0.41

0.71*

0.90*

Ⅲ

TA

0.61*

0.83*

0.92*

Ⅲ

EV

0.73*

0.61*

0.88*

Ⅲ

EI

0.66*

0.27

0.76*

Ⅲ

LR

0.20

0.45

0.73*

Ⅴ

WR

0.23

0.26

0.77*

Ⅴ

EC

0.52*

0.37

0.84*

Ⅲ

NDR

0.68*

0.52

0.86*

Ⅲ

P1

0.64*

0.83*

0.93*

Ⅲ

P2

0.79*

0.39

0.87*

Ⅲ

k/P3

0.41

0.19

0.69*

Ⅴ

A

0.78*

0.64*

0.89*

Ⅲ

B

0.70*

0.74*

0.93*

Ⅲ
注：*表示q值在0.05水平上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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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导因素与区划指标的约束关系解析表
Tab. 3 Constraint relation between dominant factors and zoning indexes

Ⅰ地形
约束T

T= f (Tr,
E)

Tr:地形复
杂度

E:高程

Ⅱ区位约
束L

L= f (D)
D:欧氏距

离

主体功能区识别指标

A= f (P1, P2, P3)

B= f (Y1, Y2, Y3);
Y1= f (PA, ED, TA);
Y2= f ((EV, EI);
Y3= f (LR, WR, EC, NDR);

P1= f (人口聚集度(PA), 经
济发展水平(ED), 交通优势
度(TA))

P2= f (生态脆弱性(EV), 生
态重要性(EI))

P3= f (人均可利用土地资
源(LR), 人均可利用水资源
(WR), 环境容量(EC), 自然
灾害危险性(NDR))

PA= f (常住人口(PP), 幅员
面积(A), 户籍人口(HP))

ED= f (人均GDP(PCG),
GDP增长率(K))

TA= f (交通网络密度(RD),
交通干线影响度(TTC), 区
位优势度(LA))

EV= f ( 土壤侵蚀脆弱性
(SEV), 石 漠 化 脆 弱 性
(RDV))

EI= f (水涵养重要性(WC)，
水土保持重要性(SC), 生物
多样性维护重要性(BM), 特
殊生态系统重要性(SEI))

LR= f (适宜建设面积(SL)、
已有建设面积(EC), 基本农
田(BF), 常驻人口(PP))

WR=(可开发利用水资源量
(WL), 已开发利用水资源量
(WE), 可开发利用入境水资
源量(WI))

EC=( 大 气 环 境 胁 迫 度
( αso2

), 水 环 境 胁 迫 度

( αCOD ))

NDR=( 地 质 灾 害 危 险 性
(GDR), 洪水灾害危险性
(FDR), 地 震 灾 害 危 险 性
(EDR))

约束性水平

RA-T =-0.86, R2=0.74
RA-L =-0.83, R2=0.68
qT→A=0.78, qL→A=0.64, qT∩L→A =0.89

RB-T =0.81, R2= 0.65
RB-L =0.82, R2= 0.68
qT→B=0.70, qL→B=0.74, qT∩L→B =0.93

RP1-T =-0.77, R2=0.60
RP1-L =-0.86, R2=0.74
qT→P1=0.64, qL→P1=0.83, qT∩L→P1=0.93

RP2-T =0.82, R2=0.68
RP2-L =0.56, R2=0.31
qT→P2=0.79, qL→P2=0.39, qT∩L→P2=0.87

RP3-T =0.13, R2=0.01
RP3-L =-0.12, R2=0.01
qT→P3=0.41, qL→P3=0.19, qT∩L→P3=0.69

RPA-T =-0.81, R2=0.65
RPA-L =-0.75, R2=0.57
qT→PA=0.31, qL→PA=0.56, qT∩L→PA =0.99

RED-T =-0.67, R2=0.45
RED-L =-0.84, R2=0.71
qT→ED=0.41, qL→ED=0.71, qT∩L→ED =0.90

RTA-T =-0.75, R2=0.57
RTA-L =-0.87, R2=0.76
qT→TA=0.61, qL→TA=0.83, qT∩L→TA =0.92

REV-T =0.81, R2=0.65
REV-L =0.62, R2=0.38
qT→EV=0.73, qL→EV=0.61, qT∩L→EV=0.88

REI-T =0.69, R2=0.47
REI-L =0.35, R2=0.12
qT→EI=0.66, qL→EI =0.27, qT∩L→EI =0.76

RLR-T =-0.22, R2=0.04
RLR-L =-0.14, R2=0.01
qT→LR =0.20, qL→LR=0.45, qT∩L→LR=0.73

RWR-T =0.17, R2=0.03
RR-L =0.11, R2=0.01
qT→WR =0.23, qL→WR =0.26, qT∩L→WR =0.77

REC-T =-0.62, R2=0.39
REC-L =-0.55, R2=0.30
qT→EC=0.52, qL→EC=0.37, qT∩L→EC =0.84

RNDR-T =0.71, R2=0.51
RNDR-L =0.57, R2=0.33
qT→NDR =0.68, qL→NDR =0.52,
qT∩L→NDR =0.86

约束机理解析

T↓→P1↑, P2↓, P3- →A↑
L↓→P1↑, P2-, P3- →A↑

T↓→Y1↑, Y2↑, Y3- →B↓
L↓→Y1↑, Y2-, Y3- →B↓

T↓→PA↑, ED↑, TA↑→P1↑
L↓→PA↑, ED↑, TA↑→P1↑

T↓→EV↓, EI↓→P2↓
L↓→EV-, EI- →P2-

T↓→LR↑, WR-, EC↑,
NDR-→P3(k)-

L↓→LR-, WR-, EC↑, NDR-
→P3(k)-
T↓→PP↑, A-, HP↑→PA↑
L↓→PP↑, A-, HP↑→PA↑

T↓→PCG↑, K↑→ED↑
L↓→PCG↑, K↑→ED↑

T↓→RD↑, TTC↑, LA-→TA↑
L↓→RD↑, TTC↑, LA↑→
TA↑
T↓→SEV↓, RDV-→EV↓
L↓→SEV-, RDV-→EV-

T↓→WC↓, SC↓, BM↓, SEI
↓→EI↓
L↓→WC-, SC-, BM-, SEI-
→EIF-
T↓→SL↑, EC↑, BF↑, PP
↑→LR-
L↓→SL-, EC↑, BF↓, PP↑
→LR-
T↓→WL-, WE↑, WI-, PP↑
→WQ-
L↓→WL-, WE↑, WI, PP↑-
→WQ-
T↓→ αso2

↑, αCOD ↑→EC↑
L↓→ αCOD ↑, αCOD ↑→EC↑
T↓→GDR↓, FDR↑, HDR-
→NDR↓
L↓→GDR-, FDR-, HDR-
→NDR-

注：“↑”表示“升高”，正相关约束；“↓”表示“降低”，负相关约束；“-”表示约束性不明显，“→”表示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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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P1和P2共同放大A值，共同约束A值较大。总体看，主导因素的约束性机理特征

可归结为：① 在14个单项和综合指标中，地形回归约束明显（R2 > 0.45，且相关性达显

著水平）的有 10个，占 71.4%，探测约束明显（达显著水平）的有 9个，占 64.3%；②
区位的回归约束达到明显的有6个，占42.9%，探测约束显著的有7个，占50%；③ 地形

—区位综合回归约束明显的有11个，占78.5%，探测显著的14个，达到100%。④ 因子

交互方式可归纳为二类，其一为双因子增强（ED、TA、EV、EI、EC、NDR、P1、P2、

A、B）；其二为非线性增强 （PA、LR、WR、k/P3）。⑤ 地形因子对生态类 （EV、EI、

P2） 和环境类 （EC、NDR） 指标的约束性较强，区位因子对社会经济类指标 （PA、

ED、TA、P1）的约束较强。⑥地形和区位因子的主导约束性具有共生特征，两者综合后

具有极高解释力，独立时解释力则较大幅度降低，但依然较强。

从主体功能区形成与演化角度（发生性约束），其约束机理可解译为：① 在西南地

区水热条件相对均质前提下（区域尺度），地形条件直接控制水系发育格局和非地带性土

壤的形成与演化，与水、土资源格局直接相关；② 地形要素对建设成本、交通便捷度、

耕作效率（水土条件）等具有直接控制作用，进而对城镇密集区和农业耕作区的形成和

发展具有直接约束力，③ 上述区域的发育会直接引导人口、产业和交通的基本格局（分

别对应人口聚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优势度），触发聚集效应；④ 区域人口、产业

和交通的聚散格局又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环境排放格局和总量（环境容量承载力）、塑造

地表人类活动生态结构（影响灾害易损区格局）；⑤ 而地表人类活动强度与区域生物地

理格局和生态扰动强度（对应生态重要性和生态脆弱性）又有一定联系；⑥ 在上述过程

中，城市形成的初始区位并不完全由地形条件决定（但依然受控于地形条件），所以中心

城市区位仍可视为原生性独立因素，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不断聚集人口和产业，形成有别

于农耕区的功能形态；⑦ 主体功能区的形成与演化与上述内容皆有或强或弱约束性关

联，但溯源至始，仍可发现其源头都脱不开地形与区位的基本约束，历经时间雕琢，形

成独特的区域经济地理[28-29]和地域生态格局，基于相对优势，通过地域劳动分工，形成特

定功能区域。

从主体功能区形成和发展角度（客观稳定性），以上述约束性现象和逻辑为基础，可

推断西南山地主体功能区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稳定性（具有阶段性），这种稳定性的

基本来源是主导因素的稳定性。具体地，通过3个环节实现：① 主导因素的稳定性。相

对于社会经济因子，地形和区位（欧氏距离）主导因素相对不变；② 基于约束机制的稳

定性传递。工服业产品、生态产品和农产品供给区对地形和区位均有不同程度的约束性

依赖，这种依赖关系的的控制性因素是生产、运输和各类外部性成本，在微观尺度上动

态波动、在宏观尺度上阶段性稳定；③ 功能区的稳定性。基于约束机制，各类功能的形

成和发育会表现出一定周期的稳定性格局。应当强调，上述稳定性是一种宏观格局的稳

定性，且不绝对。当约束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这种稳定性就会被突破，进入下一

轮稳定周期。约束机制改变的本质是成本变化（如与欧氏距离对应的时间距离变化导致

成本变化），除经济成本改变外，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外部成本[30-32]纳入统筹核算也是未

来的趋势，这也是下一阶段约束主体功能区空间稳定性的另一类重要因素。

从主体功能区识别和规划角度（主观稳定性），空间稳定性也同样具备约束机制。表

现在：① 区划是规划的基础；② 区划方案由技术系统、专家系统和决策系统共同决

定，但以技术系统为蓝本；③ 技术系统方案依赖于指标分析；④ 指标算法本身就具有

方案稳定性约束机制。得益于精妙且简洁的指标算法，区划方案的稳定性具有较好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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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现在：① 局域样本和相对指标系统。自底向上，拼合省级规划形成全国方案[1]。

而省级区划根据内部样本数据统计特征分级（分5类，抹掉了数据噪声的同时也降低了

数据敏感性），强调了区域性发展条件的内部相对可比性，同时分级阈值给予适当弹性空

间，可保障在区域内部评价结果相对稳定；② 指标体系全面、指示意义明确，集成算法

稳定性强。包含了 9大指标系统，每类指标的地理意义明确，同时A值集成算法稳定性

和容错性较强。主要表现为：当P1值增加时（代表人口、经济和交通要素聚集），资源

类指标一般会降低（人均指标），同时环境类指标有可能会增加（污染排放增加），由此

导致P3（k）值下降。与此同时，P2值（生态）的变化幅度一般不大，且受地形条件控

制。由于P1和P2在数值上一定程度抵消，使A值保持在一定的稳定区间，从而使主体功

能区识别结果保持相对稳定。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西南地区典型省级单元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市域尺度国土空间开发条件综合

评价，识别了主体功能区划分的适宜性空间格局。基于对西南山区地域功能分异特征的

基本认识，提出了地域主体功能的主导约束性假设，设定地形和区位为原生性主导因

素，验证了其与主体功能区划指标系统的定量关联性，以此为基础解析了主导因素约束

机理并提出了地域主体功能区的空间稳定性机制。通过该过程，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1）市域国土空间综合评价识别出：适宜城市化的区域主要集中于都市区和部分周

边区县，区域性副中心（万州和黔江）的适宜性也相对较高，A、B指数空间格局的相似

性和差异性同时存在，B指数（也即判别分析法）被认为更具合理性􀃊􀁉􀁗；适宜承担生态功

能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两大片区，一是渝东北秦巴山区和三峡库区所在区县，二是渝东南

武陵山系所在区县；粮食主产区的适宜性与指数的中值区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

种关系不确切，需要引入专项指标（如耕地面积比例）进一步判别。

（2）回归检验发现：主体功能区划14个一级和综合指标中，与地形指数的线性相关

拟合度较高（R2 > 0.45）且达显著水平的有10个，9个一级指标包含6个，相关性水平较

低的指标有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人均可利用水资源、环境胁迫度（环境容量）和P3

（k），资源类指标去掉人均量纲后，显著性水平明显上升，其中可利用土地资源达到显著

水平；与区位指数的线性相关拟合度较高（R2 > 0.45）且达显著水平的有4个，集中于人

口聚集度、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优势度和P1等社会经济类指标，区位指数与其它指标的

相关性不明显；地形-区位复合指数与区划标志变量A、B指数表现出了更高的相关性，

R2均超过0.8。

（3）地理探测检验发现：地形单因子对识别指标的约束性水平有 9个达到 0.05显著

性水平，其中对功能区识别标志变量（A、B指数）的解释度超过70%；区位单因子对识

别指标的约束性水平有7个达到0.05显著性水平，其中对功能区识别A、B指数的解释度

超过 60%；地形和区位双因子综合后，对识别指标的约束性水平全部达到显著性水平，

􀃊􀁉􀁗 重庆市是全国首批8个主体功能区规划试点省市之一，从2006年开始，形成了若干版本的区划方案且有10年期的保

密约定。在此过程中，实验了多个版本的技术规程，更新了两次基础数据。近后，专家系统和决策系统认为基于判别分

析法的评价结果（B指数）更具有合理性，符合重庆市实际情况。基于此，经技术统筹后形成了重庆市主体功能区划方

案（第一版，2011）并上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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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功能区识别A、B指数的解释度在90%左右；双因子的交互类型均为增强，可细分为双

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两类。因地形与区位指数均为独立变量，与主体功能区划指标系

统无算法冗余，据此，有理由认为地形和区位因素对地域主体功能区的识别和发展具有

较强约束力，且发挥主导作用。

（4）空间稳定性的约束机理可归纳为客观约束性和主观约束性两类。客观约束性通

过3个环节实现，第一是地形和区位（指欧氏距离）主导因素自身的稳定性（因），第二

是基于约束机制的稳定性传递（因），第三是功能区格局的稳定性（果）；主观约束性通

过两种形式实现，第一是指标体系的相对性和局域样本性，第二是指标算法的内部抵消

机制。但与此同时，上述稳定性具有阶段性且不绝对。理论上，上述两种稳定性应该具

有相当程度的协同性，主观分析（识别和规划）对客观规律（形成和发展）的准确揭示

是科学性的基本保障，而本研究发现主体功能区划技术分析结果与主导因素的基本格局

具有较高程度的协同性，说明技术系统具有较强的地域适应性和科学性。

5.2 讨论

作为一项基础性、约束性和长期性规划，两级（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划方案理

应具有长周期稳定性和地域适应性，前述约束性和稳定性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与此

同时，作为一种学术探索，仍有下述几个问题值得继续深入讨论：

（1）技术系统与决策系统的协同性问题。前者基于数值分析，后者基于经验判断。

第一轮区划采用两者互为印证的模式，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协同性的方式。但与此同时，

两者的边界也需要明确界定，比如在国家层面可不限定省级空间布局方案，但应当给出

各功能区的适宜性比例区间，这对于全局性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具备地方灵活性。

（2）稳定性的突破机制问题。功能区设计是基于产品供给（工业产品、服务产品、

生态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地域分工理论，具有时代性和技术经济条件依赖性，在信息时

代背景下，功能区的设定与空间格局的地域性突破机制便凸显其研究价值。

（3）功能定位的数值区间对位问题。实证研究发现，既有技术系统对于开发适宜性

（优化区、限制区）和保护适宜性（限制区）的数值识别较为清晰，但对于优化（是否对

应服务性产品）和重点（是否主要对应工业性产品）、生态功能区和粮食主产区的识别区

间较为模糊，同时数值区间的线性关系不明显，还需要通过其它指标进一步判别。同时

省级功能区（如乡镇单元的省级重点开发区）的划分口径、方法也因地而异，值得继续

深化和规范。

（4）资源环境的约束边界问题。实证研究发现，既有技术系统中资源环境参数对区

划识别标志变量（A、B指数）的约束性较低（P3的数值区间被压缩），同时环境要素的

次级指标内容不够全面（仅包括二氧化硫和氨氮指标）。在目前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区

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的情况下，丰富其评价内容，明确其数值约束边界显得较

为急迫。但同时也可以注意到，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30-32]相关研究及对应约束性政策

已稳步推开，采用该技术系统修订原有方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技术方案。

（5）对西南山区的借鉴意义和主导因子假设成立的边界问题。对西南山区而言，因

其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演化脉络相对一致，故而本文结论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的外推

合理性，但也有待于其他省份实证研究的证实。基于这种一致性，其借鉴意义可归结为

两方面：① 在理论层面摸清主体功能区识别与规划的基本约束条件与逻辑，基于主客观

的协同性来保障规划方案的科学性。② 在实践层面可利用简化指标（T、L、TL）来判析

区划方案的客观合理性；对非西南地区而言，本文结论显然不一定成立，但可根据各地

59



地 理 学 报 74卷

的地域性特征重新设定主导因素进行检验。一般而言，假设成立应至少满足4个边界条

件：① 设定的2~3个主导因素标志变量应当与主体功能区划指标算法无冗余；② 基于感

性观察，国土空间开发条件评价的大部分指标与主导因素的约束性空间格局应该具有继

承性；③ 基于回归分析定量检验，A、B指数与主导因素的相关拟合度均应较高（R2 >

0.6）且达显著水平；④ 基于地理探测器定量检验，主导因素交互探测（q（因子1∩因子

2∩因子3）或q（因子1∩因子2））结果指数q应当在0.8以上（即多个主导因子的综合解释

度超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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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ving arisen as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institution, the Major Function Zones
Planning (MFZP) will play an active role in guiding and restraining China's long-term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 uniqueness, it is critical to reveal the
genesi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and feedback (identification and planning) principles for
MFZP. This paper takes Chongqing Municipality, a typical provincial unit in Southwest China,
as an example to identify the suitable spatial pattern for MFZP by Territorial Spac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SDCCE). Depending on perceptual
observation of suitable pattern, this paper makes a dominant factors restriction hypothesis,
defines the topography and urban location as the dominant factors, and then valid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ominant factors and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MFOZ) index
system. The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results, it discusses the restrictive and spatial
stability mechanism originated from dominant factors for MFOZ.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uitability is clear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or protection. The areas
suitable for urbanization are mainly metropolitan regions and some surrounding counties, and
sub- regional centers (Wanzhou and Qianjiang) also have relatively high suitability. The areas
suitable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of
Chongqing, including Daba mountain area,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and Wuling mountain
area. (2) Topography and urban location factors dominate the MFOZ spatial pattern in this region.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ore than 70%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FOZ index and
the topographic factor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el, whi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FOZ
index and urban location factor is over 40%. The significant levels (R2)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weighting index (topography and urban location) and MFOZ flag variables (A and B index)
are more than 0.8; The geographic detector finds that the topography's restriction on MFOZ
indicators and urban location factors on that are 9 and 7, respectively, which reaches 0.05
significant level and the explanatory degrees for indicators A and B are about 70% and 60%,
respectively. Then combining topography factor and urban location factor, it finds that
restriction is obvious and the explanatory degrees for A and B are up to about 90%. (3) The
spatial stability mechanism is shown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stability transfer mechanism
based on the dominant factor's restriction, which is called objective stability; the other is the
local relativity index system and the internal cancellation mechanism of the algorithm, namely,
subjective stability.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mechanisms verifies the regional adaptability
and correctness of the zoning technology system.
Keywords: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ing (MFOZ); dominant factor's restriction; spatial stability
mechanism; geographic detector; Chongqing 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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